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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社会学系著

名学者艾森斯塔特( Shmuel Noah Eisenstadt，1923 － 2010) 实施了他的多元现代性研究。他要考察的

问题是:现代性是多元的吗? 源于轴心时代的西方现代性是全球依循的统一模式吗? 结果他发现现

代性并非一种模式，多元现代性乃是多样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复杂的集体

认同之建构。今天，多元现代性的观念已是一种协商性的共识，尤其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

起，现代性正在被人们从多维角度加以描述。这里刊出艾森斯塔特的一篇论纲性的文章，集中反映

了他多年思考的结晶，文章讨论了多元现代性理论的内涵、发展和诸多复杂层面。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艾森斯塔特力主一种新的多元性范式，告别了古典的现代性社会理论，同时也解构了西方 /非西

方、普世论 /特异论等二元对立模式。这里配发的另一篇文章是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家普莱尔对艾

森斯塔特多元现代性理论的评述，有助于读者理解艾森斯塔特的观点和方法。 ( 周 宪)

文化对话抑或现代性文化诠释之间的对话
———当代情景下的多元现代性

〔以色列〕艾森斯塔特( Shmuel Noah Eisenstaedt)
(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 社会学系，PO 4070，Jerusalem 01040，Israel)

摘 要:多元现代性理论摆脱了古典的现代性理论，转向了对不同现代性的文化诠释。多元现

代性理论把世界不同地区的现代化当作不同的社会结构演化的结果，这就颠覆了只有一种西方式的

现代性模式的假设。多元现代性展现了不同群体和社会运动对不同社会和文化的重构和界定，其开

放性和反思性的特征尤为突出。因此，不同的现代性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实际上反映了对现代性的不

同理解和取向。

关键词:多元现代性; 社会结构; 集体认同; 全球化; 民族国家

多元现代性的意涵

1 我的主要观点是，当代舞台上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和接触，并不是文化间的对话，而是
有关现代性的不同诠释之间的对话。而且，这种诠释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的诠释，因此，按照文化
发展的持续性和多元现代性的易变性来理解这种态势，最好不过了。
多元现代性的观念，跟多数经典社会学理论的观点截然不同，尤其是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非常流行的诸种现代化理论，以及那种认为传统社会将会趋同化一的观点。这些观点认为，现
代性的文化方案就像其在欧洲的发展情况一样，而且与之相连而形成的基本制度架构最终将君

临所有正在经历现代化的社会和已然是现代化的社会。多元现代性也不同意近期关于当代世界
的两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即福山( F． Fukuyama) 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 S． P． Hunt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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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明冲突论”。
与所有这些观点不同，多元现代性观认为，理解当代世界的最佳方式———事实上就是解释现

代性的历史———是把它看成多元现代性文化模式和文化方案的持续构建与重建的故事。① 同
时，“多元现代性”这一术语最为重要的意涵是，现代性与西方化并非完全一致，现代性的西方模
式并非唯一“本真的”( authentic) 现代性，尽管它们享有历史的优先性，并继续作为其他现代性的
基本参照。
多元现代性观包含某些有关现代性本质的假设。首要的一点就是，现代性作为一种独特的

文明，具有特定的制度和文化特征。据此观点，现代性之核心是有关世界的一种或多种阐释模式
的体现与发展，或者用加斯托亚蒂斯( Cornelius Castoriadis) 的术语来说，是一种特定的社会“意
象”( imaginaire) 的体现———实际上也就是本体论图景，或一种特定文化方案的体现，它与一套或
数套新的制度形态的发展相结合，无法预料的“开放性”与不确定性是最核心的特性。
这种文明，即所谓的特定的文化方案，以其制度性内涵，初在西欧形成，渐次扩张到欧洲的其

他部分与美洲大陆，进而再席卷全球，不断改变着文化与制度模式。可以说，文化与制度模式的
不断变化，对内在于特定的现代性预设之中的核心属性提出了挑战，也给出了新的可能性。

现代性的文化与政治方案

2 正如它最初在西方( 西欧和中欧) 的发展情形一样，即现代规划( 现代性的文化与政治
方案) 包含着特定的意识形态预设与制度前提。它引起了人类能动性( 自主性和时间之流中的
方位感) 的某些特定转向。它持有这样的未来观，即通过人类的自主能动性，或者通过历史的进
程，有望实现的各种可能性是开放的。这种方案的核心在于，社会秩序、本体论秩序和政治秩序
的预设与合法性，再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了。围绕基础本体论预设，遵循关于社会本身之权威的社
会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基本原则，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思意识，即便是这一方案最激进的批评者都

具有这种意识。
韦伯关于这一方案的核心要义作了最精当的论述。诚如费边( James D． Faubian) 论述韦伯

现代性观念时所说，“韦伯从对‘伦理公设’的某种解构中，发现了现代性的存在阈限，这一伦理
公设认为，世界是上帝命定的，因而是有意义的和伦理取向的宇宙。”

韦伯断言的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从他的断言中推导出如下论点:只有在神
意预定的、命中注定的宇宙之合法性降低时，现代性才会在自己的领域内过属于自己的
主日( epiphany)。仅仅当事先设定的宇宙的合法性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不再无可非
议时，才会有现代性的出现，才会有这种或那种现代性的来临，反现代者拒绝这种非议

……但仍然坚信宇宙的合法性。
……
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命题:其一，无论如何，形形色色的现代性都是对同一存在

问题的回应。其二，也无论如何，虽然是对有关问题的反应，但各色现代性对这些问题
的触动是无关痛痒的，有关生活与实践的明确表述既没有超出这个问题，也没有否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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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 N． Eisenstadt，“Multiple Modernities，”Daedalu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Issue on Multiple
Modernities，129( 1) ，2000: 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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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甚至服从这个问题。①

正是因为所有这些回应对问题没有触动这一事实，所以，从现代性方案中发展出来的反思性超出

了现于轴心文明中的反思性。现代方案中产生的反思性，不仅仅关注流行于特定社会中的超验
观( transcendental vision) 和基础本体论可能有哪些不同的理解，也质疑与这些观念和制度模式相
关的给定性( givenness) 。它产生这样的意识: 存在多元的观念与模式，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竞争
关系。②

这种意识与勒纳( Dan Lerner) 和之后的英格尔斯( Alex Inkeles) 在早期的现代化研究中强调
指出的现代规划的两个因素密切相关。其一是在那些正实现或正在被现代化的人与社会( 如勒
纳有关杂货商和牧羊人的著名故事中所表明的) ，认识到在固定的、先赋性的角色之外，存在各种
角色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他们还接受了传播这类开放的可能性和观念的各种不同的沟通信息。

其二是认识到存在归属更广泛的、超越地方性的、抑或也是变动不居的共同体的可能性。

与这种意识密切关联，这种文化方案的核心是强调人的自主性: 男性的或女性的，但在这一

方案的最初构想中，当然是男性的自主性。所谓自主性，是人们从传统政治和文化权威的枷锁中
解放出来，并不断地扩展个人的和制度的自由与活动领域，不断地扩展全人类的自由与活动领

域。这种自主性包含几个维度:首先是反思意识和探索精神;其次是积极建设，对自然( 可能包括
人性在内) 和社会的控制。相应地，这个方案十分强调社会成员的自主参与，要求社会成员参与
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建构; 它强调所有社会成员都有同等的机会，自主地进入这些秩序及其中心

场域。③

这些新存在论场景中各种因素的结合，产生了维特罗克( Bjorn Wittrock) 等人所提出的伟大
约定( the great promissory) 主题或现代性视野———即认为现代性标志着知识及其理性运用的不
断进步，人类的不断解放，社会内部各部门的不断融合，以及这种解放全人类的力量的扩展。

但也正是这种结合，在试图实现这些可能的主题时，本身埋下了大失望( the great disappoint-
ments) 、大创伤( the great traumas) 的可能性的种子。

3 现代性方案也带了来政治秩序的观念与前提、政治舞台的构成以及政治过程的属性的
彻底转型。这种理念的核心是传统政治秩序合法性的瓦解，建构新秩序的各种可能性同时呈现，

以及随之而来的人类行动者在建构政治秩序方式上的多元声音。它把反叛的方向、知识分子的
唯信仰论与建立中心、设立制度的强烈倾向结合起来，产生了各种社会运动和抗议运动，这些运
动成为政治过程的一个长久性组成要素。

这些概念与现代政治舞台和政治过程基本特征的转变密切关联。就这些特征而言，最重要
的首先是政治舞台和政治过程的公开程度。其次，强调“社会”的边缘阶层、社会的所有成员至少
应潜在地积极参与政治舞台上的活动。第三，出现了中心渗透边缘、边缘侵入中心的强烈倾向，

46

①

②

③

James D． Faubion，Modern Greek Lessons: A Primer in Historical Constructivis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pp． 113 －115．
S． N． Eisenstadt，“The Axial Age: The Emergence of Transcendental Visions and the Rise of Clerics，”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23( 2) 1982: 294– 314; S． N． Eisenstadt ( ed． ) ，The Origins and Diversity of Axial-Age Civilizations，Albany． NY:
SUNY Press，1986．
D． Lerner，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Glencoe，Illinois: Free Press，1958; A． Inkeles
and D． H． Smith，Becoming Modern: Individual Change in Six Developing Countries，Cambridge，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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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地，中心与边缘的区分变得模糊不清了。第四，特定中心或多中心的克里斯玛化，以及各种
抗议主题和符号的结合，成为这些中心前提的基本的、合法的组成要素，变成了现代超验观念的
组成要素。抗议的主题和符号———平等和自由、公正和自主、团结与认同———成为人之解放的现
代性方案的核心要素。事实上，正是这类抗议主题被中心所吸纳，预示了各种教派乌托邦理想彻
底转型为政治和文化方案的要素。

4 这一方案也包含集体边界和集体认同边界建构的独特模式。集体认同的基本要素———
市民要素、原初要素、普遍主义要素以及超验性的“神圣”要素———及其制度化方式，产生了一些
新的、具体的定义。首先，在思想意识方面，朝绝对化方向发展。其次，市民要素愈发重要。再
次，政治边界建构与文化认同之间形成密切联系。最后，在突出这些集体疆界的同时，也十分强
调这些集体的疆界范围和 /或特殊主义要素与更广的、潜在的普遍主义要素之间持续的张力，两
个方面存在密切的关系。与此同时，集体建构的最突出特征与现代性共同的核心特征非常一致，
那就是这种建构不断以反思性的方式受到质疑。在一些即便不是与轴心文明截然相反的文明
中，集体认同也并不是被某些超验性的观念和权威或永久性的惯例所给定的或预定的。集体认
同成为争论和斗争的焦点，它常常以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术语来表达。①

建构集体认同的一个核心元素是，自以为自己的社会是“现代”社会，是特定文化和政治方
案的担纲者以及对本社会与其他社会( 无论其宣称还是被认为是这种方案的担纲者) 、与各种
“他者”之关系的自我认知。

5 用勒夫特( Claude Lefort) 的话来说，现代性之文化和政治方案的核心方面已成为“确定

性指标”( markers of certainty) 的损失，以及相伴随的对这些指标的不断寻求。
在现代性的方案中，存在两种最佳方式，它们之间基本上是互补的，但潜在地也是互相矛盾

的。其中第一个主要方案是启蒙运动尤其是法国大革命所体现的“极权化”趋势，它产生了这样
一种信念( 可能是人类历史上首次) : 那就是架通超验性秩序与世俗性秩序之间裂隙的可能性，以

及在世俗秩序和社会生活中，通过有意识的人类行动，实现某种乌托邦或末世论图景的可能性。
这种集权化可能朝一种“专家治国论的”方向发展，这种论调基于如下假设: 那些知道和掌

握自然、人类与人类本质奥秘的人，能够给出合理的制度安排，使人行善，使社会变好。此方案中
的另一种方法，强调以一种非常极权化的方式对社会进行重构，其依据是认知性的———通常是道
德的或宗教的———视角，这种方法中，极权化会获得发展。正如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例子，这两
种方法有时可能会同时存在。
社会重建过程中的第二种方案，主要源于一种越来越广泛的意识: 个体的和群体的目标、利

益乃至公共利益是多元化的，也是正当合理的。

现代性的持续流变

6 正如不同社会所体现的那样，这些不确定性和克服不确定性的办法被如下事实加剧了:
因内在于现代性文化和政治方案中的张力，以及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与扩张，社会、政治和经济

56

① S． N． Eisenstadt and B． Giesen，“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Identity，”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36( 1) ，1995: 72 －
102; E． Shils，“Primordial，Personal，Sacred and Civil Ties，” in E． Shils ( ed． ) ，Center and Periphery，Essays in
Macrosociology，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75，pp． 111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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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化方面的持续发展，现代性的不同文化和制度模式的具体框架实际上已被持续地改变了。

现代性之制度框架与文化框架在持续性发生变化，首先是由于技术、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
域的内在动力，它们产生于不同的社会之中，并因扩张而超出这些社会的疆界。其次，是由于发
生于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政治经济权力中心之间的政治性斗争和冲突，它们成为欧洲首个现代性
出现的持续性的元素，随后是欧洲现代性的不断扩张，再就是美国和日本现代性的出现。这种冲
突在欧洲内部的展开体现为近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形成，它在 16 或 17 世纪以降的“世界体系”中
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第三，是由于在经济、政治、技术和文化等领域的此消彼长过程中，加之中心
的不断移位，不同国际体系中的霸权也在不停流转。①第四，是由于不同中心、不同精英各自宣称
的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解，以及伴随着这些预设在制度化过程中的具体发展、冲突和更替，产生了
持续性对抗。第五，是因为上述这些冲突激活了内在于现代性文化方案中的冲突和自相矛盾的
意识，及其开放性和反思性所具有的潜能; 此外，这些冲突还带来不同社会行动者尤其是不同社

会运动，对对这一方案的重要主题，对文明图景的基本前提，以及对相伴而来的对宏大叙事和现

代性神话的不断重释。第六，是因为发端于欧洲的现代性的不断扩张，包含了特定前提和制度建
设之间的冲突，正像它们在西欧、北欧和欧洲其他地区的发展一样，在后来的美洲以及亚洲( 包括
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儒教和日本文明中) ，也都有类似情形。

现代性的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的不断流变，实实在在表明了，现代性的历史最好是被看

作一个不断形成与发展、建构与重构的内容多彩的故事: 有关现代性的文化方案，有关独特的现
代制度模式，有关现代社会的各种各样的自我观念。说白了，就是一种多元现代性的故事。②

7 与视现代性为进步的乐观派观点相反，现代性的发展和扩张并不是和平的。现代性内
部蕴含着极大的破坏潜能，那些视现代性为一种道德上的破坏力量的最激进批判者，已经道出了

这一点，常常拿它来说事，并强调某些核心特征的消极后果。首个现代性的形成和之后各种现代
性的发展，造成现代国家体系和帝国体系内部的冲突与对抗经纬交错( 这根源于与资本主义发展

伴随而来的矛盾与紧张，以及政治领域内不断增长的民主化要求) ，国际性冲突也不断发生。更
重要的是，它们与战争和种族灭绝、镇压与排外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自身的持久性构成元素。

当然了，在人类历史上，战争和种族灭绝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它们急剧转型且愈演愈烈的情
形下，逐步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现代野蛮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的最重要的证明就是暴力、恐怖和战
争的意识形态化———法国大革命是第一次形象最为鲜明的展示。战争与民族国家的基本大法、

与那些正成为公民权利法和集体认同象征的最重要代理者( 和舞台) 的国家的交织混杂中，产生

了这种意识形态化。这种意识形态化也体现在现代欧洲国家体系及其在欧洲之外的扩张中，在
通信技术和战争手段的发展变化中也有它的身影。

现代性的这些破坏性的力量和“精神创伤”，给现代性的美好前提打上了问号。这些破坏性
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已很明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中更加暴露无遗，尽管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二三十年间，它们看似矛盾地被忽视了，或被从现代性的话语中剥离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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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 Tiryakian，“The Changing Centers of Modernity，”in E． Cohen，M ． Lissak and U． Almagor ( eds． ) ，Comparative Social
Dynamics: Essays in Honor of S． N． Eisenstadt，Boulder CO and London: Westview，1985; E． Tiryakian，“Modernization —
Exhumetur in Pace ( Rethinking Macrosiology in the 1990s) ，”International Sociology，6 ( 2 ) ，1991: 165 － 180; E． Tiryakian，
“The New Worlds and Sociology — An Overview，”International Sociology，9( 2) ，1994: 131 －148．
S． N． Eisenstadt，“Multiple Modernities，”Daedalu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Issue on Multiple
Modernities，129( 1) ，2000: 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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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它们已以一种骇人听闻的方式再次登上现代舞台，并夹杂进新的“民族”冲突之中———在
巴尔干的一些地区( 尤其是前南斯拉夫) ，在前苏联的许多加盟共和国，在斯里兰卡，尤其是非洲

国家( 如卢旺达) 。所有这些，并非古老“传统”力量的爆发，而是以现代方式重构和审视“传统”
力量的结果，正如在现代性过程架中发展起来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和宗教教族运动，只有在此框架

内才能获得充分理解。

8 在 19世纪尤其是20世纪的前六七十年间，现代性“古典”时代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已体
现于不同地区的民族国家和革命国家及社会运动之中，如欧洲、美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亚
非各国的发展。现代民族国家、革命国家和社会运动的制度、象征和意识形态面貌，这些曾被视
为现代性的体现，在当代舞台上已然发生急遽变化。
在新的历史时期和舞台上发生的这些变化，最为重要的特点表现为一体化的趋势: 首先是国

际体系的变化及其中霸权的流转;其次是西方社会中内在意识形态的变化过程; 第三是新全球化

过程的发展;第四是民主化的广泛过程，新社会部门有不断想进入社会中心甚至国际舞台中心的

要求。
这一时期，新国际舞台上发生的最重要变化，一方面表现在一些“老式的”西方霸权和非西

方社会中各种正经历现代化的体制的式微或转型; 对此衰落情形———如第四次中东战争和西方
石油短缺危机发生之后，那些非西方国家活跃的精英感知相对更为强烈。另一方面，国际舞台上
发生的重要事件是苏联的解体，以及共产主义阵营和西方阵营意识形态强烈对抗的消融( 这种意

识形态的对抗曾嵌入于西方初始现代性的文化和政治方案的框架中) ，这也预示着所谓文化和政

治方案耗尽论与“历史终结论”的破产。
首先，现代性不同中心的相对霸权也不断流转———先是在欧洲和美国，次则转到亚洲，然后

重返美国。随之而来的是，这些中心( 围绕其想象中的霸权立场) 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这种霸权
流转也不断发生。
其次，随着被称之为“后现代”或“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这些变化与西方社会内在的意识形

态变迁密切联系在一起;同时，“文明人”( civilized man) 相对清晰的形象、生活方式以及生活世界
的建构不断消解，这些都与现代性的初始方案相联系。
第三，这一时期形成的多元化的、新的经济和文化全球化过程，表现在世界资本主义力量的

自主性不断增强，许多机构与社会和经济脱钩的加剧，不同人群之间、全球城市和地方城市之间
鸿沟不断加深;也表现在许多中产阶级群体的消失，国际移民运动的加剧，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

问题( 诸如卖淫、青少年犯罪、非法买卖毒品等等) 在国际范围内的发展。在文化领域内，全球化
过程与西方尤其是美国整齐划一的、霸权式的———世界很多地方的人们都持这种看法———文化
方案或观念的扩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扩张尤借重主流媒体。
第四，同时，很多社会部门要求进一步参与社会的核心架构，这种不断增长的需求遍及全世

界，如要求扩大民主。
所有这些过程需要民族国家和革命国家的“古典”模式进一步转型，这些国家在较早时代居

于主导地位。尽管各种领域中“专家治国式”的理性世俗政策———如教育和计划生育———不断
加强，所有这些过程弱化了民族国家对其经济和政治事务的控制。同时，对于许多地方性和国际
性分裂主义或恐怖主义组织，民族国家失去一些———永远只是一部分———控制国内矛盾和国际
冲突的能力，没有任何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的具体行动能够控制这种暴力的持久性反复发作。
最为重要的是，民族国家和革命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心与象征中心，及其被认为是现代性文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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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集体认同基本框架的主要的担纲者，以及各种次级认同的主要纠偏者，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

而新的政治和社会以及文明的观念得到发展。

9 正是在这种新的背景下，形成了新的运动，如首先在穆斯林教徒、新教徒和犹太教徒社
区中间发展起来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尤其是在印度教徒和佛教徒社区中形成的教族宗教运动，它

们都强烈地宣称反抗现代尤其是抵制西方。也有许多在欧美最先发展起来的所谓的“新”社会
运动，如妇女运动、生态运动，它们与 20世纪 60年代末和 70 年代的学生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相联
系，或者就是植根于这些运动。稍后还有许多反全球化的运动。这些运动的发展与新社会环境
和社会结构的形成同步进行，尤其像穆斯林、中国和印度的新移民潮，以及新型少数民族的出现
( 如在苏联解体后的许多新国家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
这些运动和社会部门质疑了不同民族国家宣传的较为均一化的文化方案; 它们要求在制度

的中心舞台拥有自主的空间———教育方案、公共交通、媒体报导，它们还经常更进一步要求重新
界定公民身份以及相应的权利。它们并不是不想在本国内获得认可。事实上，相较于古典的同
化模式，它们的部分努力就是为了在国内获得认可，只是采用了新形式而已。在公共领域中，在
与国家相关的市民社会大法中，它们想被界定为文化上的特定群体，在内部宣扬自己的集体认

同，而不是仅仅被局限于私人空间中。因此，它们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重新界定市民身份以
及与之相关的权利和福利。在各国中，这些社会运动也真的要求新公共空间的建构和集体认同
象征的重建，如法国近期有关世俗主义之争中的体现。相伴而生的是，在这些社会运动和社会部
门内部，形成一种重要的甚或彻底的话语转向: 西方与非西方社会在现代性方面的对抗话语，有

关西方与非西方的文明、宗教或社会关系的观念，都发生了变化。
许多新的社会运动也想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很多地方性的或区域性的分裂

主义运动，与跨国界的机构和组织( 诸如欧盟) 直接相关。同时，各种宗教尤其是原教旨主义运
动———穆斯林教的、新教的、犹太教的———在国际舞台上已变得非常活跃，以致影响到本国和其
他国家的国际事务与相互关系。

在这些运动中，基本张力存于现代国家宪法、现代政治方案之中，尤其是多元主义和极权主
义之间的张力更为凸显。同时，在乌托邦和更为开放且务实的态度中间，多元性认同与封闭性认
同之间的张力也一直存在。随之而来的是，在这些运动中形成一种重要的甚或彻底的话语转向:

西方与非西方社会在现代性方面的对抗性话语，有关西方与非西方的文明、宗教或社会关系的观
念，都发生了变化。

10 尽管表面上持续了较早时期改革主义运动和传统宗教主义运动之间的争论，但所有
这些变化使得现代性话语发生了重要转型，也促成按照自我观念来利用或理解现代性的企图。
这些社会运动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在新的舞台上，以一种新的方式摆出了现代性的问题。首先，

这些运动及其带来的各种冲突( 尤其通过各种媒体) 抵达世界的各个角落。第二，这些运动被政
治化了，它们不断地卷入激烈的争论中去，这些争论体现在高度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或术语之中。
第三，现代性的重释和完善之中包含着一个关键性因素: 在新的全球背景下，各种集体认同的不

断重构和竞争。当然，这些争论或许主要体现在“文明”问题上，但文明的概念已是按现代性话语
来进行表述的，是按源于现代性话语基本前提中的极权方式和绝对方式来进行界定的，尽管这些

争论经常引起较为古老的宗教仇恨。当这些冲突或争论与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斗争和冲突结
合起来时，它们确实有可能变得非常暴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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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各种不同的政治观和文化观，以及相应的集体认同在现代舞台上的重新演排，引发了

这一话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涉及西方与非西方在文明、宗教、社会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些冲
突与西方现代性文化方案之间的关系。尽管早期的改革主义宗教运动和民族运动对西方现代性
的诸多前提采取一种颇为矛盾的态度，但至少在表面上接受了它们，并且不断地作出新的解释。
而绝大多数现代宗教运动( 包括原教旨主义运动和教族宗教运动) ，以及这些社会内部发展起来

的更普遍的现代性话语，则与之相反，至少在表面上都否认现代性的某些前提。它们对西方、对
一切被视为西方的东西，表达了一种明显的对抗态度，并试图按自身的非西方的、常常是反西方
的现代性主张，来看待现代性和全球系统。在与西方的对抗中，它们并不想按新的霸权文明的条
件融入进去，而是根据自身的需要、根据其本土传统或“文明”的需要，利用新的全球性国际舞台
和现代性———正是在与西方持续性遭遇的影响下，这些传统和文明不断地得到传播和重建。这
些运动力图彻底割断西化与现代性的联系，否定西方现代性的垄断地位或霸权地位，拒不接受西

方文化方案所代表的现代性。颇耐人寻味的是，许多“后现代”运动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尽管其
表述方式有所不同，这是正常现象。
所有这些发展趋势都涉及如下一些方面:现代性文化方案不断更新和重建;多元现代性的建

构;不同的群体和社会运动组织按重新利用现代性、并按其自身的全新方式重新界定现代性话语
以及现代舞台上政治领域的不断变化。
各种各样的运动和话语传播了特定的现代性方案和话语———但也并不只是保持各种较为古

老的传统不变。所有的社会( 运动) 都试图对现代性的长期不变要素和核心要素( 形成于欧洲)
进行自己的重构、完善或表达，在直面现代性的扩张时，它们也努力使自身特有的传统得到持久
性维系。与此同时，它们将主要的竞争舞台，现代政治方案和多元现代性形成，现代集体认同建
构，从民族国家转移到新的场所，在那里，不同的运动和社会之间不断发生相互作用和相互交叉

现象。
这些运动和发展产生的不是“封闭的”文明，而是各种文明之间不断发生互动，甚至以典型

的现代方式从中形成包容性的趋向，并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以具体的方式陆续形成现代性的异

形体或矛盾体。
现代性的重构与理解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集体认同的不断重新定向。这种集体认同的确可

用“文明”的概念来表达，但它们恰恰以现代性的话语来表达。然而，并不像比较传统的宗教冲突
那样，在当代场景之中，“文明”倾向于以源自与现代性话语基本前提中的极权方式和绝对方式来
进行界定，尽管这些争论经常引起了较为古老的宗教仇恨。
各种运动以及更为普遍的现代性话语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并不是发生在不同的文明之间，而

是有关现代性的不同方案和理解上。其中，尽管并不是集体和集体认同的首要焦点，“文明”因素
通常( 或可能理所当然地) 与不同社会之间和之内权力冲突联系在一起，从而加剧现代性的破坏

潜质。
此外，这些持续性的重构和竞争不是静止的。在所有的社会中，在复杂多变的历史力量的影

响下，对现代性进行理解的企图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但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期，并不只是形成一种
现代性，而是出现多元的现代性。在多元现代性的形成之中，各社会特有的历史经验和优良的文
化传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正如我们在欧洲的历史中所看到的一样。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鲍磊 译)

( 责任编辑 赵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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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ack of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capability． Breakthrough must be made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to establish a universal coverage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to develop such social and pub-
lic services as education and health care，and to optimize policy for better national income distribu-
tion．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China: Problems and Solutions
ZHU Li，LONG Yong-hong

Evaluation criteria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are three interdependent parts: justice in share，in
system and in social recognition of environmental rights，the injustice of which in this country re-
veals itself mainly in share． To be more exact，there is inequality in their share and accountability
of environmental rights between the advantaged and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Injustice in system
can be seen in the fact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not observed，let alone reinforced． There is
no legal institution for people to go to claim their environmental rights． Social recognition of injus-
tice is often ignored，and that is why injustice may usually escape from people’s attention． The
curbing strategies of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are to prevent likely damage to environment by any
form of coalition between money and power，to adopt environment-friendly model of economic devel-
opment，to guarantee environmental system of justice，and to educate people so as to improve their
quality in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at is a comprehensive program for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in
the way to“cooperate efforts in controlling pollution”．

Dialogue between Cultures or between 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of Modernity: Multi-Modernity in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Shmuel Noah Eisenstaedt

Going against classical theories of modernity，and giving up the single pattern derived from the
West，the theory of multi-modernity focuses on 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of modernity of different
kinds，and regards modernizations in different places across the world as outcomes of different struc-
tural evolution in society． Multi-modernity gives rise to the restructure and definition，realized by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and social movements，of different societies and cultures，highlighting their
openness and capability of reflection． Tension and clash between modernity of various kinds can be
narrowed down as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and orientations of modernity．

Shmuel Noah Eisenstaedt’s Paradigm of Multi-Modernity
Gerhard Preyer

It is a new march of Eisenstaedt’s research on multi-modernity in the theory of modernity，
which underlines indigenization，vernacularization and hybridiz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
ern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and highlights the interrogation and critique of the meta-
narrative． It reveals，moreover，internal tension and conflict within global social system，and em-
phasizes changes in public sphere resulted from the self-observation of th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Finally，it values more the global world system，rather than different social structures．

Policies Concerning Youth Movement in Early Days of Kuomintang Government in Nanjing
YAN Hai-jian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Nanjing Kuomintang ( KMT) Government，the KMT became a ruling
party，and its policies concerning youth movement changed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the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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